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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能够提升社会组织绩效？
———基于全国６９１家社会服务类组织的实证研究

叶士华　 何雪松
摘要：
【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是其有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针对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存在中观与宏观割裂的问
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究竟如何，内部治理主体多大程度上影
响组织目标达成，又如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

【方法】论文使用稳健回归分析数据。数据来自于２０１９年实施的全国性社
会服务类组织调查，该数据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涵盖５６个规
模不等的城市。

【发现】（１）理事会治理能力与治理表现既能影响社会组织的财务指标，也
显著影响其公共输出。（２）制度环境能够显著调节理事会与组织绩
效间的关系。在支持性制度环境中，理事会治理能力、治理表现对
组织财务指标和公共输出影响效应被强化。在消极制度环境下，组
织自身的成长韧性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

【贡献】即使成长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
仍然具备组织共性，核心治理主体能够显著影响组织绩效，尽管这
种自主性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塑造。这质疑了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内
部治理结构缺乏规范性、理事会形同虚设的研究结论，也为“依附
式”自主这一概念提供了经验支持，增进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整
体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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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

　 降低注册门槛、出台扶持性政策和实施购买服务，对提高社会组织内部
治理有效性具有现实意义。

!

　 激励、扶持、培育性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的强化作用会促
使社会组织对技术化治理手段更加依赖，并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的助力而
非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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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士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师资博士后；通讯作者：何雪松（ｃｅｄａｒ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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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行动本土化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研究（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６ＺＤＡ０８４）、慈善组织声誉影响机制及对捐赠意向的影响研究（博士后
科学基金ＢＳ６６１９０３８）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流动人口“反哺式”捐赠与激励机制研究（天
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ＴＪＳＲ２０ － 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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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是其有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一些学者明
确指出，中观层面的组织内部治理对于宏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尤其
在提高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方面（张潮、张雪，２０２０）。然而，目前关
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社会组织自主性，并将自主性视为社会组
织运作的基本前提，缺乏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更加细致的探讨（张紧跟，
２０１２），这导致学界对于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研判与组织现实运作经验之间产生
张力。实际上，无论社会组织是否具有自主性，社会组织始终都在进行事实意
义上的自我运营。而且，党的十八大后，“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激发社会
组织活力”等宏观政策被先后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再次强调要“发挥社会
组织作用”。社会组织的宏观制度环境已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其资源、制度合
法性也得到相应扩展和提升，这为社会组织实现或提高内部治理提供了制度基础。

但针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存在中观与宏观割裂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尚未有研究指出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究竟如何，即经过近
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内部核心治理主体能否影响组织绩效。如果可以，那么这
种影响机制究竟如何，中观影响机制又如何被宏观环境所影响。探讨上述问题
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分析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与绩效，也能够为国家—社会关系
研究提供中观组织层面的实证经验，增进对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整体性理解。
受既有研究启发，本文试图在遵循组织内部运作逻辑的基础上，分析内部治理
主体、行为及其组织结果以及制度环境对该结果的塑造。在内部治理层面，本
文聚焦于理事会如何影响组织绩效。原因在于，理事会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
核心权力单元（Ｈｅｒｍａｎ ＆ Ｒｅｎｚ，２０００），组织绩效则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中
广泛认可的治理结果变量（Ｂｒｏｗｎ ＆ Ｇｕｏ，２０１０）。基于此，进一步分析宏观制
度环境对理事会与治理绩效的调节作用，从整体上理解社会组织治理绩效的影
响机制。

本文以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社会服务类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全国６９１家
组织数据分析发现：第一，社会组织理事会的治理能力与治理表现既能够影响
组织财务指标，也能够影响公共输出，但理事会规模对两种组织绩效并无显著
影响。第二，制度环境能够显著调节治理能力、治理表现的组织绩效效应。在
支持性制度环境中，理事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表现的绩效效应被强化。这同时意
味着，在非支持性环境中组织自身的内部治理机制成为组织发展的重要替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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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梳理与分析框架构建

不同历史阶段和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始终构成中国社会研究的
核心问题。不同阶段研究之间的区别在于，早期结构分析视角（康晓光、韩恒，
２００８）是基于对“国家”和“社会”两个范畴的实体化想象，国家角色被过度
抽象化，缺乏对两者内部复杂性和主体能动性的窥探（史普原、李晨行，２０１８；
肖瑛，２０１５）。但随着国家确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后，
社会组织宏观制度环境已然发生改变，理论和现实均要求深入到“国家”与
“社会”内部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这构成近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研究重点。
在“国家”分析维度，“横向上部门间的权威与利益矛盾”与“纵向上多层级
的政府结构”共同构成复杂的政府结构，亦构成社会组织生长的外部环境（纪
莺莺，２０１３）。沿着这一逻辑，黄晓春和嵇欣（２０１４）发现，政府“条”“块”
与党群部门在激励与约束上呈现非协同性治理，政府各层级间也呈现出激励与
约束偏好的差异。此外，通过分析中央—省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态度、逻辑和
手段，黄晓春（２０１５）指出宏观政策的模糊性和矛盾态度，导致地方政府采取
技术化治理，基层政府采取工具主义方式实施服务外包。解释经验现象虽呈现
分化，但学界已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在社会组织治理过程中，党政部门内部治
理结构存在差异与张力。

在“社会”分析维度，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策略生产或行动研究成为分析重
点。不同于早期对社会组织抱有政治目的假设（Ｍａ，２００２），近年的研究是在
能动“社会”在场和制度制约的双重前提下，分析社会组织获取自主性的策略
行动。聚焦于过程的阐述性案例研究总结出多种策略，如“去政治化” （唐文
玉、马西横，２０１１）、“找项目”和“跨界”汲取资源（黄晓春、嵇欣，２０１４）、
“不完全合作”（朱健刚、赖伟军，２０１４）、激发社区居民的“拥有感”（林磊，
２０１８）等。除关注策略本身外，仅少量研究注意到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主体”
在策略生产中的意义。例如，徐家良和张其伟（２０１９）发现，民间志愿组织通
过策略性地吸纳地方精英进入管理层获取自主性。

上述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进展，为理解政府内部治理行为的复杂性和社会内
部主体的能动性提供了细致的描绘。但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在“国家”分析
维度，上述研究均为阐释性案例研究，无法提供总体性概览。一些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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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被有效回答。例如，局部反映出针对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差异，究竟多大
程度上影响社会组织运行？本文认为，通过量化研究系统比较因地方政府治理
态度、逻辑与行为差异导致的制度环境差异，能更好地回答该问题。第二，在
“社会”分析维度，过分关注相较于“强国家”背景下组织策略生产意义上的
自主性，忽视了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形态的基本运行。如前文所述，社会组
织始终都在进行事实意义上的自我运营。那么，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究竟如
何，以及内部治理主体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目标达成？这些关键问题值得
更多关注。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中观组织视角和宏观制度视角相结合的
研究框架。首先，借鉴组织内部治理的相关理论，分析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
其次，通过区分制度环境差异性，进一步分析宏观制度环境差异对社会组织内
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诚如黄晓春和周黎安（２０１７）所言：“当代中国社会组织
发展紧密嵌入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宏观改革脉络之中”，因此组织与宏观制度
环境的双重视角更适合分析中国实践。

就广义而言，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应当包含各治理主体参与组织内部治理的
诸多方面。但作为定量研究，本文在具体经验分析中聚焦于理事会参与组织内
部治理绩效。以上做法主要基于三点考虑：其一，将治理主体带回到社会组织
研究中，藉由分析治理主体行为与结果的这一逻辑研究组织内部治理，弥补既
有研究对组织内部治理及其主体重视不足的问题。其二，理事会是社会组织内
部治理的核心主体，既是履行组织使命的重要承载者，亦是组织决策的制定者
与组织范围内职责权力配置的核心参与者。因此对社会组织而言，其内部治理
的核心主体或组织意志主要由理事会来彰显，组织内部治理最广为接纳的结果
变量是组织绩效。其三，基于量化研究，通过与组织管理理论对话，对社会组
织内部治理机制的描绘和因果分析，有助于增进对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整体
性理解。

简言之，本研究以理事会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作为研究组织内部治理的
切口，以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背景下成长的社会服务类组织
为分析对象，回答“理事会是否能够及如何影响组织绩效，以及理事会的组织
绩效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环境的调节”这一问题，将中观组织分析纳入
宏观政社关系研究之中。

（二）内部治理：理事会与组织绩效

基于社会组织特性，学界一般将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等同于理事会参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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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活动，以此将其与管理者的行政或管理角色区分开来（Ｈｏｕｌｅ，１９９７）。
整合而言，理论界关于理事会参与内部治理及其对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有三种
视角。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７）认为，三种理论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一个更加精细的解释
框架。首先，委托代理理论解释了理事会参与内部治理的必要性与缘由。该理
论认为，理事会作为道德和法律双重意义上的权威代理人，代表出资人对组织
管理者实施监督和控制权利（Ｆａｍａ ＆ Ｊｅｎｓｅｎ，１９８３），确保内部管理目标与出资
人的诉求保持一致。其前提假设是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可能与资产所有者间存在
利益冲突，而且社会组织存在产权不完备、剩余索取权缺位、受益权主体不明
确等局限，理事会参与内部治理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管理团队不偏离组织目标，
尤其是组织绩效目标。

其次，资源依赖理论和群体决策过程理论共同解释了理事会对组织绩效的
作用机制。前者强调理事会作为一种组织资本，包括提供知识、专业技能、管
理经验和咨询等智力支持（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７），利用关系网络带来的资源动员力
（Ｖｉｄｏｖｉｃｈ ＆ Ｃｕｒｒｉｅ，２０１２），以及直接的财物支持，甚至提供社会声誉等无形资
产（Ｈｉｌｌｍａｎ ＆ Ｄａｌｚｉｅｌ，２００３）。后者强调理事会参与具体内部治理过程，帮助
管理团队提高应对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提升内部决策的有效性（Ｃｈａｉｔ，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１）。理论上，资源支持与治理过程参与均能够提高组织治理绩效。

资源支持与治理过程参与等理论假设在经验层面表现为多种形式，通过实
证探究进一步明确了三个重要的组织绩效影响要素：理事会规模、理事治理能
力与治理表现。Ｚｈｕ等（２０１８）对中国草根组织的分析发现，理事会规模会影
响组织资金。原因在于，上述理事会作用随着理事会规模扩大而增强，例如，
理事会利用关系网络动员资源的能力伴随理事会规模扩大与网络扩展而提高。
Ｂａｉ （２０１３）对加州非营利性医院的研究发现，理事会规模能够提升组织服务绩
效。Ｋｉｍ等（２０１１）基于对俱乐部的分析指出，理事会规模和参与制定组织策
略对组织财务绩效有显著影响。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７）同样指出，理事会的治理能力和
治理表现对组织绩效有决定作用。

但上述研究均基于一个隐含的假设———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主体）拥有萨
拉蒙（Ｓａｌａｍｏｎ ＆ Ａｎｈｅｉｅｒ，１９９７）意义上的自主性，方能根据组织目标监控与
管理组织。所关注的组织类型与社会服务类组织也不同，后者主要依靠政府资
金，理事会参与治理的外部制度与资源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社会组织在整
体上呈现出对国家的“依附式”特征（Ｌｕ，２００７），只存在运营或管理层面上
的自主性（徐家良、张其伟，２０１９）。那么基于西方和其他组织类型的研究结论
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服务类组织呢？本文将通过假设１回答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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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１：作为组织内部治理主体，理事会能够显著影响组织绩效。
假设１ａ：理事会的规模与组织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１ｂ：理事会的治理能力与组织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１ｃ：理事会的治理表现与组织绩效显著正相关。

（三）制度环境对理事会与组织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即使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下，宏观政策文本也不一定会被地方政府严格执
行，央地张力、条块分割、部门主义等问题长期存在（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
１９８８）。在社会组织领域，研究者对于相关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认识，已从早期抽
象控制与约束迈向具体经验分析，尤其是“国家中心主义视角”。通过分析政府
“条与块”、政与党对社会组织的具体治理逻辑与手段发现，各级党政部门在社
会组织治理方面存在差异性，并在整体上呈现更加复杂的趋势（纪莺莺，２０１６）。

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被视为导致制度环境差异的直接原因，已有不少研究
围绕社会组织服务与倡导功能所引起的政府政策与治理行为模糊、矛盾展开讨
论。黄晓春（２０１７）从宏观层面对中国社会组织制度环境及其演变进行解读，
认为宏观政策制定者希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功能，但也担心对政治稳定产
生潜在威胁，双重政策目的使得政策制定和演进过程中暗含张力，并导致地方
政府难以执行政策。在弱激励模式下，更倾向于选择以风险控制为目标的技术
化治理手段，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地方政府在社会组织领域的弱积极性或消极
应对行为。相反，Ｔｅｅｔｓ （２０１３）提供了故事的另一面。基于北京的案例分析发
现，在公共服务地方化进程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成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重
要任务，为缓解官员晋升考核与地方财政不足的双重压力，引入社会组织，发
挥其社会服务功能成为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点。整体来看，上述不同研究
视角共同描绘了地方政府在社会组织治理领域的态度差异，以及延伸出的不同
治理逻辑和手段。

黄晓春和周黎安（２０１７）指出，地方治理大致分为风险控制导向和适当放
宽与激励导向，这取决于上级政府在“层层发包”时有无同时推动基层政府围
绕公共服务进行锦标赛竞赛。由于国家掌控社会组织所需的合法性和资源，地
方政府治理的治理态度———支持或控制，及相应的治理逻辑和手段，直接决定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状况。例如，管兵（２０１３）对三个大城市社区业
主组织比较分析发现，城市政府结构的差异性导致同类社会组织发育呈现地区
差异，在权威分散的城市，社会管理相对宽松，能够为社会组织的发育提供空
间和机会。陈成文（２０２０）对贵州、湖南、广东三省的９８８家社会组织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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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发现，在出台激励性政策、提供充足制度供给的环境下，社会组织更加具备
活力。结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支持、激励性制度环境中，社会组织内部治
理机制运营状况更好，即内部治理主体能够更加自主地根据治理意图实现组织
治理绩效。支持性制度环境不仅表现为让渡一部分社会空间，例如更加宽松的
注册、登记、监管政策，也表现为愿意将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转移至社会组织，
提供更多政府购买或扶持资金。因此，在支持性环境中，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主
体有更大空间发挥主体能动性，获取更多资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２：在支持性制度环境中，理事会对组织绩效的正向影响被强化。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研究所关注对象为社会服务类组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华东理工大学于
２０１９年实施的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ＣＳＷＬＳ）（刘畅等，２０２０）。该调查是中
国首个以社会工作行业发展动态为主体的全国性、综合性调查，样本辐射境内
５６个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城市。其中，一类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
京、成都、重庆，二类城市主要是由大城市样本、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
区内地城市样本群共同构成。抽样设置既考虑到社会工作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又兼顾样本的全面性和辐射力。调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首先将样本城市与社
工机构数量相匹配，在一类城市和二类城市分别匹配抽取定额数量为３３家和１１
家，当某城市样本不足时，全部纳入样本框。最终实际收回机构问卷９７９份。
根据研究目的，首先剔除了２０１９年成立的机构，然后结合本研究相关变量，剔
除或处理信息缺失、填答错误的样本。

（二）研究变量和统计模型

１ ． 因变量
关于社会组织绩效的界定尚存争议，但大致可以分为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

标，前者主要围绕组织收入、筹款效率等展开，后者主要围绕组织公共输出（服
务绩效）展开，例如服务质量、服务满意度、服务产出等（Ｂａｒｕｃｈ ＆ Ｒａｍａｌｈｏ，２００６）。
组织管理者最关心前者，但公众、政府等利益相关方更在意后者（Ｈｅｒｍａｎ ＆
Ｒｅｎｚ，２００８）。结合我国社会服务类组织发展的阶段特性与国家对其在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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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方面的现实要求，本文将从财务指标和公共输出两方面测量组织绩效。财
务指标操作化为过去一年所获得的总收入规模，公共输出操作化为机构过去一
年人均服务人次。
２ ． 自变量
首先，本研究共有三个核心自变量，分别是理事会规模、治理能力、治理

表现。在参照既有研究的基础上（Ｚｈ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将理事会规模界定为理事
人数。关于理事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表现的测量，本研究借鉴了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７）
关于理事会参与组织内部治理实践的问卷。该问卷将理事会参与组织治理实践
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中理事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表现是问卷中信度最高的两部分。
治理能力包含六个题项（见表１），治理表现共包含七个题项（见表２），每个题
项采用１ （没有能力／没有作用）至５ （很强的能力／显著作用）的李克特５点计
分，分值越高表明治理能力越强或表现越突出。

为了确保问卷在中国社会服务类组织中的适用性，首先分别对理事会治理
能力和治理表现实施克朗巴赫系数检验，系数分别是０ ９６０和０ ９５３，均远大于
０ ７，表明信度高。然后，为了消除数据间的量级、量纲差异和检验问卷效度，
分别对理事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表现进行主成分分析，抽取因子。以特征根大于１
作为选取因子的标准，进行正统ＶＡＲＩＭＡＸ旋转，保留因子负荷大于０ ５的题
项。理事会治理能力题项ＫＭＯ值为０ ９１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
６６５１ １６ （Ｐ值为０ ０００）。理事会治理表现题项ＫＭＯ值为０ ９３２，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
检验的卡方值为５８５２ ６２ （Ｐ值为０ ０００）。两组值均表明母群体的相关矩阵享
有共同因素，适合实施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理事会治理能力的六个
题项聚合成一个因子，累计解释贡献率达到８３ ６６％。理事会治理表现的七个题
项聚合成一个因子，累计解释贡献率分别为７９ ３９％。两组检验均无题项被删
减，且与已有研究理论相吻合。

表１　 理事会的治理能力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有能力理解机构管理工作的复杂性 １ ５ ３ ７９ １ １４

能够理解讨论的议题、提供建设性建议 １ ５ ３ ８５ １ ０６

能够促进理事会有效运作 １ ５ ３ ７７ １ １０

有足够的时间履行理事职责 １ ５ ３ ５７ １ １６

能够有准备地参加会议 １ ５ ３ ７４ １ １０

能够为机构带来有效资源及具体经验 １ ５ ３ ８２ １ １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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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理事会的治理表现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为机构评选高级管理人员 １ ５ ３ ５３ １ １７

为机构带来社会资源 １ ５ ３ ６１ １ １８

营销和推广本机构 １ ５ ３ ５１ １ ２２

制定使命、政策和长期战略 １ ５ ３ ６８ １ １４

服务于本机构的利益和需求 １ ５ ３ ４７ １ ２３

提供财务监督 １ ５ ３ ７３ １ １４

确保一致性和高质量的领导决策 １ ５ ３ ８０ １ １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其次，制度环境的测量。尽管已有文献关于制度内涵仍有争议，但学界也
认同制度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包括正式与非正式规则、规范、程序和指令，甚
至文化（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８６）。在借鉴既有文献做法的基础上（黄晓春、嵇欣，
２０１４），结合研究目标，本研究采取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制度环境界定方法。客
观上是指包括相关法规、政策文件，以及以通知形式下发的各种具体做法。在
操作层面，本文通过网络检索和梳理市级党委和政府出台的社工相关政策、办
法、通知，将政策数量为１０及以上的城市编码为“１”，否则编码为“０”。主
观上，通过询问组织负责人“政府是否为本机构提供过政策便利”，是为“１”，
否为“０”。同时满足主客观两种测量标准才将组织外部环境界定为“支持性制
度环境”，否则皆为“非支持性制度环境”。上述做法可以避免政策文本与具体
执行间的张力，提高该变量的测量效度。根据上述测量方法，最终将包括广州、
深圳、东莞、佛山、上海、成都等１１个城市归类为支持性制度环境，编码为
“１”，其他编码为“０”。根据统计结果，共计１２５家社会服务类组织成长于支
持制度环境。
３ ． 控制变量
本文涉及的所有变量见表３。本文控制了组织年龄、注册级别、组织人员规

模、专业化水平等四个变量。其中，组织年龄是指机构从成立到２０１９年的时
间，考虑到组织年龄可能与组织收入规模呈倒Ｕ形关系，同时控制了组织年龄
平方；注册级别包括省级（直辖市／自治区）、市级（地区／自治州／盟）和区县
（县级市）三个级别，以区县级为参照组；组织人员规模是指机构所拥有的全职
人员数量。在非营利组织研究领域，专业化水平已被广泛证实会影响组织绩效
（Ｍｏｓｌｅｙ，２０１１），具体表现为组织聘用专业技术人员或工作人员的学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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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社会服务类组织特点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背景，本研究纳入了两个
变量测量专业化水平：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全职人员数（相关专业毕业人数）
和持有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的全职人员数（资格证持有人数）。

表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平均值／数量 标准差／百分比 样本量

总收入规模（ｌｎ，万） ３ ９０１ １ ９４１ ６９９

人均服务人次（ｌｎ） ７ ０９３ １ ９３３ ６５８

理事会规模 ４ ７７ ２ ４５ ６９１

理事会治理能力 － ０ ０１ １ ０１ ６９１

理事会治理表现 － ０ ０３ １ ０２ ６９１

组织年龄 ４ ４６ ２ ２７ ７３４

注册级别
省级 ２１９ ２９ １５ ７３４

市级 １００ １３ ３８ ７３４

区县 ４３０ ５７ ４６ ７３４

全职员工数（ｌｎ） ２ ３９９ １ １２２ ７１７

相关专业毕业人数（ｌｎ） １ ３２８ １ １９０ ７１７

资格证持有人数（ｌｎ） １ ６６１ １ １２２ ７２３

注：Ｎ和％用于统计类别变量的数量和占总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４ ． 统计模型
首先，通过取对数的方式对两个因变量与三个控制变量（全职员工数、相

关专业毕业人数、资格证持有人数）进行数据转换，减少方差波动。其次，鉴
于因变量均为连续变量，因变量和上述三个控制变量存在异常值，部分因变量
拥有异常值的案例还同时存在异常的自变量值，① 本研究采用稳健回归（ｒｒｅｇ）
进行估计。相较于ＯＬＳ回归，稳健回归能够较好地处理因变量和自变量同时存
在异常值的情况，抵抗异常值的牵引，提高模型稳健性和有效性。此外，由于
数据来自于５６个城市，不同城市在扶持社会服务类组织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方
面均存有差异，并可能影响组织收入和公共输出，因此对城市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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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理事会治理的组织绩效效应

表４为理事会的组织绩效效应分析结果。模型１为财务绩效效应，模型２为
公共输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城市和组织相关变量的情况下，理事会
规模与财务指标、公共输出均无显著相关，因此假设１ａ不成立。理事会治理能
力与财务指标在１％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与公共输出在５％显著水平上呈正相
关，因此假设１ｂ成立。理事会治理表现与财务指标、公共输出在５％显著水平
上呈正相关，假设１ｃ获得支持。以上结果表明：第一，社会组织理事会规模对
组织绩效并无显著影响。第二，理事会治理能力越强、治理表现越好，组织总
收入规模越大，公共输出水平也越高。

表４　 理事会的组织绩效效应分析
模型１财务指标 模型２公共输出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理事会的规模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３）
理事会治理能力 ０ ２３８ （０ ０７７） ０ ３１４ （０ １４０）
理事会治理表现 ０ １４３ （０ ０７６） ０ ３３７ （０ １４１）
组织年龄 ０ ２９０ （０ ０５２） ０ １８８ （０ ０９４）
组织年龄平方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注册级别
市级 ０ １１３ （０ １３２） － ０ ４９９ （０ ２１８）
省级 ０ ０８１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８ （０ １６９）
全职员工数 ０ ６２２ （０ ０７８） ０ ９３１ （０ １５６）
相关专业毕业人数 ０ １４１ （０ ０８４） ０ １０５ （０ １６６）
资格证持有人数 ０ ２３６ （０ ０６６） － １ ２９６ （０ ３１５）
城市控制 是 是
样本量 ６９１ ５７３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误；（２）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组织年龄、组织年龄平方与财务指标显著相关，表明中等年龄的组
织收入规模最高。组织年龄与公共输出呈正相关，但组织年龄平方与公共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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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显著相关，说明组织年龄越大，组织公共输出水平越高。全职员工数量与
财务指标和公共输出均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员工越多，组织财务绩效和公共输
出表现越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职业资格证持有人数越多，组织财务绩效越
好，但公共输出却越差，这可能与专业人士更强调社会服务过程而非产量有关。

（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表５报告了制度环境对理事会与组织财务绩效的调节效应。其中，模型１为
基础模型，其他模型为调节效应模型，采取了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结果显示，
制度环境对组织收入规模有显著影响。除理事会规模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不显
著外，其他两个交互项均在５％显著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支持性制度环境
中，理事会治理能力、治理表现对组织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被加强。但制度环
境对理事会规模的组织财务绩效效应并无显著影响。

表５　 制度环境与理事会的组织财务绩效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理事会的规模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９）

理事会治理能力 ０ ２４６

（０ ０８３）
０ ２４７

（０ ０８４）
０ ２５３

（０ ０８５）
０ ２４６

（０ ０８４）

理事会治理表现 ０ １５４

（０ ０８２）
０ １５５

（０ ０８５）
０ １５４

（０ ０８３）
０ １５１

（０ ０８５）

制度环境 ０ ４６４

（０ １５２）
０ ５０１

（０ ３４８）
０ ４８９

（０ １６６）
０ ４７２

（０ １５９）

制度环境理事会规模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７）

制度环境理事治理能力 ０ １５８

（０ ０８０）

制度环境理事会治理表现 ０ １５２

（０ ０６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９１ ６９１ ６９１ ６９１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误；（２）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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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报告了制度环境对理事会与组织公共输出的调节效应。根据分析结果，
制度环境对公共输出有显著影响，制度环境与理事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表现的交
叉项均在１０％显著水平上正相关。这与制度环境对理事会与组织财务绩效的调
节效应基本一致，因此假设２获得部分支持。

表６　 制度环境与理事会的组织公共输出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理事会的规模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９）

理事会治理能力 ０ ２６８

（０ １３８）
０ ２８３

（０ １３８）
０ ２９７

（０ １３９）
０ ２７４

（０ １３８）

理事会治理表现 ０ ３３９

（０ １３９）
０ ３５６

（０ １３９）
０ ３１８

（０ １３９）
０ ３０９

（０ １４２）

制度环境 ０ ８４１

（０ ２３２）
１ ４８２

（０ ５３４）
０ ９６２

（０ ２５１）
０ ９４２

（０ ２４８）

制度环境理事会规模 ０ １２７

（０ ０８７）

制度环境理事治理能力 ０ ３６５

（０ ２３１）

制度环境理事会治理表现 ０ ３５３

（０ ２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５７３ ５７３ ５７３ ５７３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误；（２）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认制度环境编码的稳健性，本文将制度环境中客观测量变量———
政策数量标准降低为８个，支持性制度环境的城市数量扩大至１７个，囊括了北
京、重庆、江门、武汉等，相应地在支持性制度环境下成长的机构数量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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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家。除系数大小发生变化，以及三个核心自变量在调节效应中显著度发生改
变外，分析结果与表５、表６ 基本一致，表明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的稳
健性①。

五、讨论与总结

社会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内部治理主体
是否能够或多大程度上作用于组织绩效，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受到制度环境
的形塑，不仅是现实层面的问题，也需要更多理论思考。本文基于２０１９年全国
社会工作机构动态调查数据，以理事会与组织绩效间关系作为分析社会组织内
部治理机制的切口，并将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研究与宏观制度环境相结合，尝试
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基于实证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核心主体能够有效影响组织绩
效，同时这种内部治理机制受到地方宏观制度环境的显著调节。具体而言，理
事会作为核心治理主体，理事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表现均能够显著影响组织年度
收入规模和公共输出。而且在社会组织制度环境呈现支持和激励性的城市，上
述组织绩效效应被强化。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将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
制研究引入到宏观政社关系研究中。作为一种区别于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组织形
式，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是关系到当代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诚
如张紧跟（２０１２）所言，“制度嵌入在组织之中，组织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
支持”，如若仅探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而忽视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则可能陷入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局限。本文通过将内部治理与宏观制度环境相结
合，揭示了组织内部治理如何自我运行以及被外部制度所形塑。

在实证层面，本研究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关于理事会对
组织绩效的显著影响，既影响组织自身发展最关心的财务指标，也显著影响社
会组织的公共输出，这质疑了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缺乏规范性、理
事会形同虚设的研究结论（刘耀东，２０１２）。即使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
下成长的社会组织，其内部治理结构仍然具备组织共性，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组织自身发展逻辑在推动组织成长中的韧性。第二，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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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自主这一概念提供了经验支持（王诗宗、宋程成，２０１３；ｌｕ，２００７）。研
究发现，虽然社会组织存在自我管理和运营的现实情况，核心治理主体能够显
著影响组织绩效，但这种自主性仍然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显著调节。当然，并
不能因此就完全忽略组织自身在内部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相反，在消极制度环
境下，组织自身的成长韧性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第三，值得注意的是，
在消极制度环境下，组织韧性体现在治理主体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参与组织治理
的表现上，而非理事会规模。这说明在组织内部治理运行机制中，治理主体更
深入地参与才具备现实意义。

除了上述分析，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与宏观制度环境的关系至少暗示以下两
点：一是支持性地方治理环境，通过降低注册门槛、出台扶持性政策和实施购
买服务，对提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有效性来说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意味着社会
治理体制创新在局部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果。当然，这种政社互动与关系演化
所带来的结果是否能够真正回应社会治理的初衷，仍需进一步探讨。二是激励、
扶持、培育性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的强化作用，进一步加强社会
组织对技术化治理手段的依赖，这也更加肯定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
服务提供者角色，而非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中国社会组织正处于快速转型中，社会组织在使命、组织架构甚至治理结
构上都存在高度差异（Ｍａ，２００２）。本研究是基于社会工作机构调查数据完成
的。社工机构成长于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变迁背景下，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
织，其外部制度环境、组织自我治理目标和能力存在差异。在其他类社会组织
中，制度环境对内部治理的调节作用是被加强、弱化，或者不存在，有待后续
基于其他类社会组织数据的研究进一步验证。此外，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还
包括其他内容，譬如信息披露与问责、服务监管与效率等，也有待更多研究深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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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ｎ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１９６ － ２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康晓光、韩恒（２００８）． 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开放时代，５：７３ － ８９．
Ｋａｎｇ，Ｘ． Ｇ． ＆ Ｈａｎ，Ｈ． （２００８）．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５：７３ － 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磊（２０１８）． 在地内生性：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微观生产机制———以福建省Ｑ市Ａ社工组织为
例． 中国行政管理，７：７９ － ８６．
Ｌｉｎ，Ｌ． （２０１８）．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Ｍｉｃｒ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ｉｎ Ｃｉｔｙ Ｑ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７：７９ － ８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畅、袁易卿、孙中伟、何雪松（２０２０）． 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ＣＳＷＬＳ２０１９）：设计、实施
与样本描述．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０１ － ３２．
Ｌｉｕ，Ｃ． ，Ｙｕａｎ，Ｙ． Ｑ． ，Ｓｕｎ，Ｚ． Ｗ． ＆ Ｈｅ，Ｘ． Ｓ． （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ＣＳＷＬＳ ２０１９）：Ｄｅｓｉｇ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０１ － 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宏鹏、李少华、朱虹（２０１６）．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结构与组织绩效研究———以全国性公
募基金会为例． 领导科学，１４：４２ － ４５．
Ｌｉｕ，Ｈ． Ｐ． ， Ｌｉ，Ｓ． Ｈ． ＆ Ｚｈｕ，Ｈ． （２０１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ｕｎｄ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４：４２ － 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耀东（２０１２）．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社会科学，１：４ － １２．
Ｌｉｕ，Ｙ． Ｄ． （２０１２）．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Ｇ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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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４ －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史普原、李晨行（２０１８）． 派生型组织：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组织分析． 社会学研

究，４：５６ － ８３．
Ｓｈｉ，Ｐ． Ｙ． ＆ Ｌｉ，Ｃ． Ｈ． （２０１８）．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５６ － ８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文玉、马西恒（２０１１）． 去政治的自主性：民办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以恩派（ＮＰＩ）公益
组织发展中心为例． 浙江社会科学，１０：５８ － ６５．
Ｔａｎｇ，Ｗ． Ｙ． ＆ Ｍａ，Ｘ． Ｈ． （２０１１）． 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Ｒｕ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０：５８ － ６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田凯（２００９）． 中国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制度的发展与运作．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１３９ － １４４．
Ｔｉａｎ，Ｋ．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１３９ － １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诗宗、宋程成（２０１３）． 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 中国社会科学，５：５０ － ６６．
Ｗａｎｇ，Ｓ． Ｚ． ＆ Ｓｏｎｇ，Ｃ． Ｃ． （２０１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５：５０ － 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向民（２０１４）． 中国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５：１３０ － １４０．
Ｗａｎｇ，Ｘ． Ｍ．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５：１３０ － １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肖瑛（２０１５）． 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 中国社会科
学，４：８８ － １０４．
Ｘｉａｏ Ｙ． （２０１５）．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４：８８ － １０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家良、张其伟（２０１９）． 地方治理结构下民间志愿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基于Ｄ县Ｃ义工
协会的个案分析． 管理世界，９：１１０ － １１９．
Ｘｕ，Ｊ． Ｌ． ＆ Ｚｈａｎｇ，Ｑ． Ｗ．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９：１１０ － １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姚华（２０１３）． ＮＧＯ与政府合作中的自主性何以可能？———以上海ＹＭＣＡ为个案． 社会学研
究，１：２１ － ４２．
Ｙａｏ，Ｈ．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ＧＯ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ＹＭＣ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１ － ４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潮、张雪（２０２０）． 组织能力、合作网络和制度环境：社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
性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２：９０ － ９８．
Ｚｈａｎｇ，Ｃ． ＆ Ｚｈａｎｇ，Ｘ． （２０２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９０ － 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紧跟（２０１２）．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ＮＧＯ研究述评． 社会，３：１９８ －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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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Ｊ． Ｇ．（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ＧＯ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ｂ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３：１９８ － ２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健刚、陈安娜（２０１３）． 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的个案分析． 社会学研究，１：４３ － ６４．
Ｚｈｕ，Ｊ． Ｇ． ＆ Ｃｈｅｎ，Ａ． Ｎ．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４３ － ６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健刚、赖伟军（２０１４）． “不完全合作”：ＮＧＯ联合行动策略以“５·１２”汶川地震ＮＧＯ联合
救灾为例． 社会，４：１８７ － ２０９．
Ｚｈｕ，Ｊ． Ｇ． ＆ Ｌａｉ，Ｗ． Ｊ． （２０１４）．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Ｇ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ＧＯｓ Ｊｏｉ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４：１８７ － ２０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ｑｕａａｈ，Ｍ． （２０１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Ｆｉ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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